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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百苗图》是研宄贵州各世居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图志文献，目前传世抄本众

多，最早的抄本可以上溯到清嘉道年间，最晚的抄本则迟至 20 世纪中期。若能按时间顺序，

就其所书和所绘内容做系统对比，就不难发现贵州各世居民族历史文化演变的基本脉络。若

要准确考定各抄本的传抄时间和地理位置，书中所见印信自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佐证价值。遗

憾的是，传世的各抄本中，仅有一部分保留有印信。这些印信大多为篆文雕刻，加上复印件

和出版版本印文不免模糊难辨，因而识读和考证工作难度很大。但通过认真识读和考订，大

多数印信印文，基本可以考明持有者的人名和身份，所获信息可以为考订相关各抄本的传抄

人、传抄时间、传抄地点提供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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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信使用概说

传世的《百苗图》各抄本，源出于陈浩所撰《八十二种苗图并说》。该书成书于清嘉庆中期。书

成后，转由贵州省政府保存，并做为施政参考之用。清人李宗昉亲眼见过此书，并将该书的文字部分

收载于其所撰《龄记》一书之中，而原作附图由于受当时印刷技术所限，没有收入《龄记》。其后，

来贵州任职的官员和文人学士都有幸见过《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并有人做过该书的临摹传抄工作，

从而构成互有区别的抄本，这些抄本最后被统称为《百苗图》。至此，该书的附图才得以流传至民间

，并流变为各式各样的抄本，同时书名也随之而异。这些传抄本抄于何时、由何人传抄，抄本本身所

能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因而要考订有关问题难度极大。

有幸的是，其中某些抄本在其所抄文字和附图中，保留有私人印信和收藏印信，有的还有收藏编

号。这就为相关抄本的传抄时间、传抄人、传抄地点的考订，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从而相关抄本的史

料价值也得以大幅度提升。为了方便进一步的考订，在此仅将各抄本保留有印信的实况表列如下：



二、印信印文识读与释读

加有印信的抄本虽说数量不多，但只需对这些印信的印文加以识读和释读考订，就可以获得极其

准确可靠的史料信息。各抄本中，“博甲本’“法兰西本’“台乙本’“国会本’“早大本”印信使

用丰富，这些印信印文绝大多数为篆文雕刻，识读难度较大，但识读完成后，其资料价值也极为可观

。其他各抄本大多只保留有收藏印信，但这些印信涉及到英文、法文、日文，还涉及到各收藏单位的

收藏编号，准确释读也都能提供重要的历史资料，不过就总体而言可利用价值不大，本文仅作必要的

交代。这里仅集中全力以传抄时间先后为序，对所见印信印文逐项考释如下。

(一）“博甲本”所见印信

经过仔细查找，传世的“博甲本”中，共计使用过印信 23 枚。这些印信所出现频率详见表 2。以

下依次对这 23 枚印信中能够正确识读的 22 枚印章的印文逐一陈述。识读难度太大，不能准确识读者

尚有 1 枚，留待下文展开讨论。（又为了与原字保持一致，以下行文中凡属首次转写的印文，均用繁

体排印，解释文字则按简体排印。）



廷珏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2 字并列。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 28 次。

这是一枚私人的人名印章。鉴于此印信出现频率很高，因而可以认定“博甲本”众多文字与绘图极可

能都出自此人之手。

廷珏该组印信为方形，单字篆刻“廷”字篆文阴刻，“珏”字篆文阳刻。这组印

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 11 次。这组印章与上文“廷珏”印的持有人显然是同一人。

張廷珏印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4 字两行。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 1

次。这枚印章的持有人与上述印章相同。同一持有人拥有多种多枚个人人名的印章，足以佐证这位持

有人是一位职业的书画篆刻家。只需查明此人的生平来历，“博甲本”的传抄时间、传抄人、传抄地

点和传抄背景就都可以得到大致廓清了。具体考定结果请参见下文。

紹渠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 字两行。这枚印章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 30 次。

大多数情况是与张廷珏的私人印信连用。因而这枚印章印文可能意在表明张廷珏此人的出生籍贯。“

绍渠”可能是灌溉渠的名称，或者是河流的名称。张廷珏可能就出生或生活在此地。此外也有人怀疑

“紹渠”二字的印文可能是张廷珏的别号。在此聊备一说，仅供参考。

壽松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 字并列。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 17 次。

该印信在“博甲本”中经常与“张启仕”印连用，可以获知印文内容可能是张启仕的表字或者别号，

又或者是私人的艺名。使用这两个字为艺名，足以提示我们印文的持有人张启仕年纪可能稍大，而且

很可能是张廷珏的本家长辈。

英偉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2 字并列。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 11 次。

思議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 字并列。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 11 次。

此印与上文“英伟”印连用。足证这两方印属于套印。这是一组艺术家的鉴赏用印。它属于张廷珏还

是张启仕，则有待进一步考订。

將勤補拙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4 字双行。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 10



次。大多单独出现。其中一处与“廷’“S”组印同时出现，且“廷’“S”组印位于文末落款处‘将

勤补拙”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足证这枚印章是张廷珏的艺术鉴赏印信。意在表达张廷珏本人勤勉从

艺以弥补天资不足之意。因而这枚印章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张廷珏的身份地位不高，生活仰仗勤奋

作画来维持。这更证明他有可能是一位职业书画家。

光霽该印信为椭圆形，篆文阳刻，2 字上下连刻。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 2

次。这枚印信 2 次都与“张廷珏”印、“绍渠”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且“张廷珏”印、“绍

渠”印位于文末落款处“光霁”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这足以证明“光霁”印也是张廷珏的艺术鉴赏

印。

知止不殆该印信为椭圆形，篆文阳刻，4 字两行。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

2 次。其中一处与“廷’“3”组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且“廷’“3”组印位于文末落款处“知

止不殆”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据此可知“知止不殆”印也是张廷珏具有自勉意味的艺术鉴赏印。

樂此不疲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4 字两行。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 2

次。一处是与“知止不殆”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知止不殆”印位于文末落款处“乐此不疲

”印位于绘画右下角处。再一处与下文“醉月”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醉月”印位于文末落

款处“乐此不疲”印位于绘画右下角处。按情理推测，这方印也应当是张廷珏的艺术鉴赏印，印文的

性质相同。

琴書自薦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4 字两行。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

2 次。一处是与“廷”“珏”组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廷”“珏”组印位于文末落款处“琴书

自荐”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再一处与“张廷珏”印、“绍渠”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张廷

珏’“绍渠”二印位于文末落款处“琴书自荐”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足证这枚印章也是张廷珏的艺

术鉴赏印。使用这枚印信意在表达，希望借助自己的书画技艺能够引起世人关注受到重用之意，因而

它也是张廷珏为职业书画家的有力佐证。

雲漢為章该印信为椭圆形，篆文阳刻，4 字两行。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

现 1 次。这枚印信与“张廷珏”印、“绍渠”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张廷珏”“绍渠”二印



位于文末落款处“云汉为章”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足证这枚印章也是张廷珏的艺术鉴赏印。

松風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 字并列。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 1 次

。单独位于文末落款处。鉴于“张启仕”印与“寿松”印连用。据此推测，这枚印信应该是张启仕的

表字或别号的私人印信。

専間该印信为圆形，篆文阳刻，2 字并列。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 10 次

。这枚印信有四处与待释第 1 号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二印均位于文末落款处。再有四处与“

青松白云”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二印均位于文末落款处。再一处与“良有以也”印共同出现

在同一幅绘画中，二印均位于文末落款处。最后一处与“象斋”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二印均

位于文末落款处。据此推测，该印的印文应当是一位不知名艺术家的表字。

张啓仕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3 字双行。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 17

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这显然是一方私人人名印信，因而这位张启仕和张廷珏一样可能是该画册

的主要抄临人，他的社会身份也应当与张廷珏相同，是一位职业的书画家。

醉月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 字上下排列。该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 5

次。出现背景见于上述。

青松白云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4 字两行。该印信在“博甲本”中，出现共计 4 次

。出现背景见于上述。

象齋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 字并列。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 2 次，

出现背景见于上述。

综上所述“博甲本”的所有绘图和文字书写最多出自 3 位书画家之手，其中仅张廷珏生平可以考

定。有关内容详见下文。

良有以也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4 字两行。这枚印信在“博甲本”中，共计出现 2



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

桐城姚氏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4 字两行。这枚印信是“博甲本”的收藏印章，

出现在“博甲本”的内封之中。根据出现的位置不难推测出，整个“博甲本”由该印的持有人出资招

募张廷珏等人抄临成书，书成后又由出资者收藏保管并传之后世，最后辗转珍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二）台乙本

“台乙本”仅在 1 幅绘图中就同时出现了 8 枚印章。此外，还有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

收藏印章，还有 1 枚收藏记录卡片。据台湾中央研究院称“该本”与“台甲本”原先都由傅斯年个人

收藏，傅斯年去世后转由研究所收藏。这两本书的来历都是傅斯年在北京、南京收购而来。

乾隆御覽之寳该印信为椭圆形，篆文阳刻，6 字三行。这枚印信在“台乙本”中，共计

出现 1 次。位于“讫佬”条附图上部。按照篆文字面涵义，应当理解为这是乾隆皇帝的私人印信。

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寳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10 字两行。这枚印信在“台乙本”

中，共计出现 1 次。位于“讫佬”条文字右上角。按照篆文涵义，五代当指太祖、太宗、世祖、圣祖

、世宗五代皇帝;而在清朝皇帝中能够称得上古稀之年者，只有乾隆皇帝一人。但到乾隆朝时，清朝已

是第六代。印文的涵义与乾隆皇帝在位实情明显不符。故这枚印信显然是赝品。这就为“台乙本”作

假提供了铁证。

古希天子该印信为圆形，篆文阳刻，4 字右左上下排列。这枚印信在“台乙本”中，

共计出现 1 次。位于“讫佬”条文字中上部。乾隆晚年为太上皇之际年龄已超过 70 岁，因而自称“古

希天子”应当是可信的。按情理这枚印信应当是他晚年的鉴赏印信。但是这枚印信在该画本中只出现 1

次，而且与上述各印同时出现在同一幅画中，这完全不符合用印的习惯。因而即便该印文无可挑剔，

但用印的位置却暴露了作伪的马脚。

古稀天子之寳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6 字三行。这枚印信在“台乙本”中，共计出

现 1 次。位于年款所在位置。这枚印章按情理应当与上一枚印章相同，都是乾隆晚年的鉴赏印信。但

用印位置同样也暴露了作伪的马脚。

犹曰孜孜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4 字两行。这枚印信在“台乙本”中，共计出现 1

次，并与“古稀天子之宝”印出现在同一位置。按理这应当是一枚乾隆皇帝晚年用以自勉的鉴赏印信

，但其作伪的痕迹已见于上述。

臣廷锡该组印信为方形，分上下两段刊刻，上端阳刻一“臣”字，下端阴刻“廷锡”二字



。结合该图文字部分的署名落款得知，这应当是清雍乾年间执掌贵州政务的大臣蒋廷锡的私人印件。

臣世寧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3 字两行。这枚印信在“台乙本”中，共计出现 1 次

，与“恭绘”印并处相近的位置，且位于“讫佬”条绘画左下角署名“郎世宁”落款处。与“恭绘”

印连用，可以推知，这枚印信应当是清朝宫廷画师郎世宁的私人印鉴。

恭繪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 字并列。这枚印信在“台乙本”中，共计出现 1 次，

并与“臣世宁”印出现在同一位置。因而按理也应当是郎世宁的专用印章。

这么多枚持有人地位显耀的印章，集中出现在整个画本的某一画页，特别是性质相同的印鉴出现

在同一幅画页，本身就不符合鉴赏用印的规则，因而该画本的作伪痕迹昭然若揭。该画本为伪本，此

前已有人做过深刻探讨，在此无需赘述。需要深入探讨之处仅在于皇帝的私人印信，蒋廷锡、郎世宁

的私人印信，为何会落到作伪者手中。这个问题若不加澄清，其作伪的行径很难为今天的读者所信服

。在笔者看来，这些印文可能都不是出自皇帝和大臣的印信，而是清末篆刻家的仿刻。仿刻的蓝本则

来自故宫被北洋政府接管时流出的文物，在流出的文物中很容易找到这批印章的印文真迹，而这些真

迹极有可能流入西泠印社的画师手中。其中的篆刻高手只要有真迹蓝本，仿刻这些印章完全不成问题

。仿刻的目的都是为了谋取暴利。既然“台乙本”已经出现了这批印章印文，那么类似文物肯定还会

出现。与这批印章印文相比较，或可鉴别文物的真伪，则这批印章印文或可成为鉴别文物真伪的有力

手段之一。

(三）法兰西（IHECPANICS)本

“法兰西”本共有 31 个条目并绘图，其中有 28 条目并绘图有印文出现，所见印章共计 38 枚和 1

枚收藏标记。其中 35 枚印章的印文可以辨认识读，另有 3 枚印章的印文目前尚无法完全辨认。详情参

见下文。现将已识读印章及收藏标记分述如下。



沈守謨印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4 字双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6

次。这显然是一枚私人的人名印信。只要弄清沈守谟其人的生平，传抄者的身份和传抄时间也就清晰

了。其中一处是与“启先”印、“墨花研雨”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沈守谟印”、“启先”

印位于文末落款处“墨花研雨”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另一处与“韦村氏”印、“忍之”印共同出现

在同一幅绘画中，“沈守谟印”、“韦村氏”印位于文末落款处“忍之”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

“IHECPANICS”印也出现在该页。再一处是与“启先”印、“贻口笑”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

“沈守谟印”、“启先”印位于文末落款处“贻口笑”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IHECPANICS”印也出

现在该页。再一处，与“韦村氏”印、“墨花研雨”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沈守谟印’、“

韦村氏”印位于文末落款处“墨花研雨”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IHECPANICS”印也出现在该页。再

一处，与“诗卷长留天地间”印、“千里晤言”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沈守谟印’、“诗卷

长留天地间”印位于文末落款处“千里晤言”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

守謨该组印信为方形，分开成印。“守”字为篆文阴刻，“谟”字为篆文阳刻。此组印

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1 次。该组印信与“深心迁豪素”印和待释第 2 号印共同出现在同一

幅绘画中。“守’“谟”组印与“深心迁豪素”印位于文末落款处，待释第 2 号印位于文章首行顶端

。这套组印显然也是沈守谟的私人印信。

趙尊该枚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2 字上下排列。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5 次。这枚印也是一枚私人的人名印章，持有人的全名留待下文说明。一处和“ 发堂”印共同出现

在同一幅绘画中，二印都位于文末落款处。“ 发堂”应当是赵尊家族的祠堂印号，而该堂号是李氏

家族。可知这位赵尊的全名应当是李赵尊，并在下一枚印章中得以印证。再一处仅有“赵尊”印单独

出现且位于文末落款处“IHECPANICS”印也出现在该幅绘画中。再一处与“从其所好”印共同出现在

同一幅绘画中的文末落款处“IHECPANICS”印也出现在该幅绘画中。再一处与“鹅费羲之墨”印、“

从其所好”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其中“赵尊”印、‘鹅费羲之墨”印位于文末落款处“从其

所好”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最后一处与“数点梅花天地心”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且位置均

位于文末落款处，该幅画本中还有“IHECPANICS”印出现。

李趙尊印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4 字双行。该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2 次。这枚印信显然是一枚私人的人名印信。据此可知，上述两印中的“赵尊”仅是李赵尊的名而已。

一处与“求仁堂记”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且位于文末落款处。再一处与“椹庵”印共同出现

在同一幅绘画中，且位于文末落款处。根据其出现位置可知，‘椹庵”二字应当是李赵尊的字或号，



‘求仁堂”很可能是李赵尊从事书画业务办公处的堂号。这枚印信的出现，标志着李赵尊应当是一位

职业的书画大师。

沈業新印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4 字双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4

次。一处与“上丘益”印、待释第 3 号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其中“沈业新印”与“上丘益”

印位于文末落款处，待释第 3 号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该幅图中还有“IHECPANICS”印出现。再一处

与“敬菴”印、“名山风雨”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其中“沈业新印”、“敬菴”印位于文末

落款处“名山风雨”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IHECPANICS”印也出现在该幅绘画中。再一处和“味兰

”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且“沈业新印”位于文末落款处“味兰”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

“IHECPANICS”印也出现在该幅绘画中。

韋村氏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3 字双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3

次。一处和“沈守谟印’、“忍之”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且“韦村氏”印、“沈守谟印”位

于文末落款处“忍之”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IHECPANICS”印也出现在该幅绘画中。另一处上文已

有说明，在此不再赘述。再一处和“花阴满庭”印、“贻口笑”印、“月色横空”印共同出现在同一

幅绘画中，且“韦村氏”印、阴满庭”印、“月色横空”印位于文末落款处“贻口笑”印位于行文首

行顶端，“IHECPANICS”印也出现在该幅绘画中。由此看来，这枚印信应当是沈氏家族的家族名号印

信。

从其所好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4 字双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2

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这应当是一枚鉴赏评议用的艺术印信。

貽口笑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3 字。“貽”字单行，“口笑”并列右行。这枚印信在

“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2 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这是一枚鉴赏印信，持有人为沈守谟。

啓先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 字并列。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3 次

。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这枚印信应当是沈守谟的表字或者别号用印。

墨華研雨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4 字双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3 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这也是一枚艺术鉴赏印。



深心託豪素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5 字三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

现 2 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这枚印信应当是沈守谟的艺术鉴赏印。

秋水该印信为圆形，篆文阳刻，2 字并列。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1 次

。该印与“无事神仙”印、“知白守黑”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秋水”印、“知白守黑”印

位于文末落款处“无事神仙”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IHECPANICS”印也出现在该幅绘画中。这枚印

信应当是书画作者的别号或者表字用印。但作者不愿意在绘画中明白表达自己的身份，因而故意用别

号印信替代自己的真实姓名，考李端棻晚年处境，怀疑此印信的持有者可能是李端棻。

知白守黑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4 字双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1 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这枚印章应当是一枚鉴赏印章。印文出自《老子》—书，含义是自己对是

非黑白虽然了然于胸，但表现于外却安于暗昧，韬晦自处。这枚印信的涵义与李端棻的晚年处境也可

以相互佐证，这枚印信也可能是李端棻的私人鉴赏印信。

高歌夜半雪压廬该印信为圆形，篆文阳刻，7 字四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

计出现 1 次。该印与“杏花春雨江南”印、“数点梅花天地心”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杏花

春雨江南”印、“数点梅花天地心”印位于文末落款处“高歌夜半雪压庐”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这

应当是一枚艺术鉴赏印。印文出自南宋诗人翁森的《四时读书乐》“坐对韦编灯动壁，高歌夜半雪压

庐。”又该印与“数点梅花天地心”印连用，因而这枚印信也很可能是李端棻的鉴赏印信。

杏華春雨江南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6 字三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

出现 1 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该印文是宋代词人虞集的《风入松•寄柯敬仲》词中的词句。据此看

来，这枚印信也应当是李端棻的鉴赏印信。

華陰滿庭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4 字双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

现 1 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

聽其自然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4 字双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1 次。该印与“无事神仙”印、‘有容君子”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无事神仙”印、‘所其自

然”印位于文末落款处‘有容君子”印位于行文首行顶端。该印显然是一枚艺术鉴赏印。



敬菴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 字并列。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2 次

。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都与“沈业新”印并存。据此可知，印文内容应当是沈业新的表字或者

别号。

椹庵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 字并列。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1

次。该印与“李赵尊”印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且位于文末落款处。故知“椹庵”二字应当为李

赵尊的表字或者别号。

味蘭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 字并列。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1 次

。该印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这显然是一枚鉴赏印章，印信的持有人就是沈业新。

千里晤言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4 字两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1 次。该印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从该印的印文出现背景看，该印信为沈守谟的鉴赏用印。而印文内

容可能与绘画“对象”和“内容”远隔千里有关联。意在表明，通过绘画可以传达千里之外的信息，

也可以理解为与千里之外的知己相沟通。

忍之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2 字并列。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1 次

。该印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由于该印与“韦村氏”印相配合使用，可知此印也是沈守谟的私人印

鉴。“忍之”二字的用意在于自勉。

求仁堂記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4 字两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1 次。该印信出现背景与来历已见于上文。

詩卷長留天地間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7 字两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

计出现 1 次。该印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该印文内容出自杜甫〈链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

—诗。这足以表明，该印的持有人沈守谟是一位杜诗的酷爱者。

發堂该印信为椭圆形，篆文阳刻，3 字上下分布。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



计出现 1 次。该印信出现背景与印文来历已见于上文。

月色横空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4 字两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1 次。该印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

數點梅華天地心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7 字两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

共计出现 1 次。该印信的出现背景已见上述。该印文的含义值得推敲，印文与前面提到的“高歌夜半

雪压庐”均出自宋元之际诗人翁森的《四季读书乐》:“木落水尽千岩（有的版本为“崖”）枯，迥然

吾亦见真吾。坐对韦编灯动壁，高歌夜半雪压庐。地炉茶鼎烹活火，四壁图书中有我。读书之乐何处

寻？数点梅花天地心。”两方印章同一出处，说明这两方印章可能是同一位持有人。如果这个推论成

立，则这两方印章向我们昭示了三点，第一，印章持有人酷爱读书;第二，印章持有人或有过不幸遭遇

，如“雪压庐”即可佐证;第三，印章持有人的生活态度积极向上，即使遭逢了“雪压庐”，仍然“夜

半高歌”，而“数点梅花天地心”则有“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哲理，也有“天将降

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

益其所不能”的坚韧。故推测这枚印信的持有人很可能就是李端棻。理由与依据详见下文。

師程之印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4 字双行。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1 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

無事神仙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4 字双行。该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2

次。出现背景已见上文。印文出处是北宋诗人周邦彦的《鹤冲天•溧水长寿乡作》一词：‘梅雨霁，暑

风和，高柳乱蝉多。小园台榭远池波，鱼戏动新荷。薄纱厨，轻羽扇，枕冷簟凉深院。此时情绪此时

天，无事小神仙。”此词写一个不事作为，悠闲自在的小县令的形象。而李端棻怀才不遇，戊戌改变

后，被充军新疆，后虽赦归，但闲置于贵州经世学堂，想作为而不可得，故以“无事小神仙”自嘲自

慰。这种推测亦不可谓无理。

有容君子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4 字双行。该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2

次。出现背景已见上文。

名山風雨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4 字双行。该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2

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印文出自谭嗣同在光绪九年（1883 年）以后，在兰州读书时所写《夜成》



一诗：月霜林微有阴，灯寒欲雪夜钟深。此时危坐管宁榻，抱膝乃为梁父吟。斗酒纵横天下事，名山

风雨百年心。摊书兀兀了无睡，起听五更孤角沉“名山”一词出自司马迀《报任安书》“藏诸名山，

传之其人”一语，“名山风雨”意指重大的学术成果不为当时所理解，反而遭逢了不公的待遇，因而

只能藏之于名山，等待后来君子发掘重用，才能了却“百年”的心意。这枚印章出现在该画本中足以

证明该画本的成书与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性。该抄本的主持人不仅是谭嗣同

的密友，而且对谭嗣同充满同情和敬意。符合这一身份的人，而且又能够活到戊戌变法后，再次被清

廷所任用，这样的人物非李端棻莫属。

上丘益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3 字双行。该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1

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

紹濂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 字并列。该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1 次。

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

鵞费羲之墨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5 字双行。该印信在“法兰西本”中，共计出

现 1 次。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该印文的出处是唐代诗人杜甫《摇落》中的诗句：‘摇落巫山暮，寒

江东北流。烟尘多战鼓，风浪少行舟。鹅费羲之墨，貂馀季子裘。长怀报明主，卧病复高秋。”原诗

传达出报国无门之苦痛，这样的心境也与清末名臣李端棻的生平遭遇相合拍，因而这方印章也可能与

李端棻有密切关系。

IHECPANICS 该标记为椭圆形，法文阳刻。印文为“Institutdeshautes

EtudesChinoise,Panics”的简称，其涵义是“法兰西学院高等汉学研究所•巴黎”。该研究所创

立于 1926 年，最初属于巴黎大学，现任所长为伊夫•埃尔武埃（中文名为吴德明）。这枚印章当是入

馆时所用标记。



通过此表所反映的印信使用规律，不难看出“法兰西本”的所有的传抄临摹人可能仅有 4 人，他

们都应当是职业的书画家，因而他们有可能都是受雇作画，他们的办公处可能就是上文印信中提到的

“求仁堂记”的“求仁堂”。参与绘画的四人分别是沈守谟、沈业新、李赵尊三人以及组织传抄者。

组织传抄者很可能是清末名臣李端棻。

(四）早大本



经过仔细查找，传世的“早大本”中，共计使用过印信 9 枚和 1 枚收藏标记。这些印信所出现频

率详见下表，以下对这 9 枚印信中印文可识读的 8 枚印信依次陈述。另外 1 枚难以识读者留待下文说

解。

龢气该印信为圆形，篆文阴刻，2 字并列。这枚印信在“早大本”中，共计出现 58 次。

与下文“致祥”印形成一套组印。这一套组印共同表达“齡气致祥”这一内涵。这应当是一组书画家

的艺名印信，主要用于书画作品的落款。因而在“早大本”的出现位置均位于行文落款处。又鉴于这

组署名印信与“黄森”印曾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而“黄森”印分明是私人印信。据此可知，这组印

信应当是黄森的艺名印信。用印详情参见下文。

致祥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 字并列。这枚印信在“早大本”中，共计出现 56 次。

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

養拙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 字上下结构。这枚印信在“早大本”中，共计出现 3

次。这是一枚持有者用以自勉的鉴赏印。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

一轮明月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4 字两行。这枚印信在“早大本”中，共计出现 24

次。由于该印与下文“映冰壶”印出现频率相近且位置都位于文末落款处，故这一组印信印文的涵义

是“一轮明月映冰壶”。赵朴初在李叔同百年诞辰之际曾写下“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

的诗句。故“一轮明月”或源于世人对李叔同的评价，亦或源于李叔同对他自己的评价。因而这组印

应当是李叔同私人的鉴赏印。至于“一轮明月映冰壶”这一印文的出处，如下内容可供参考:这组印信

当是互文，“一轮明月”省“映冰壶”，“映冰壶”省“一轮明月”，连读则得其义。《五灯会元》

有“一轮明月印心池”，1598 年末朝鲜许筠为拜别好友明朝参军吴江人吴明济（字子鱼）所作诗有“

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宋释智圆有诗“月映冰壶浅，秋澄古鉴圆”。由此看来李叔同出家为僧

成为弘一法师后对上述诗句颇能心会，故以“一轮明月映冰壶”自律自勉亦兼自白。而赵朴初赞许李

叔同的诗句则是以这组印章的印文为依据的。总之，这组印信极有可能是李叔同的私人印信。

映冰壶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三字两行。这枚印信在“早大本”中，共计出现 23

次。出现背景已见上文。

守拙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 字上下结构。这枚印信在“早大本”中，共计出现 30



次。这是一枚鉴赏用印。而且与“養拙”印上下呼应。

黄森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 字上下结构。这枚印信在“早大本”中，共计出现 16

次。这是一枚私人印章。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据此看来，这位黄森显然是这一抄本的主要执笔人。

空山不见人该印信为椭圆形，篆文阴刻，5 字并列。该印信在“早大本”中，共计出现

3 次。该印信与“齡气’“致祥”组印有 2 次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画中，该印信位于行文首行顶端“献气

’“致祥”组印位于文末落款处。由此看來“献气”“致祥”组印也可能是书画家的艺名组印，而未

识读的一枚印信可能是李叔同和这枚不知名书画家的鉴赏印信。按“空山不见人”出自唐代诗人王维

的诗句。王维是虔诚佛教徒，后世的佛门弟子自然乐于引其诗句入印。“早大本”的传抄人既然与佛

教信仰有缘，启用这样的印章也是一件自然之事。

昭和二十年七月九日，早大文学部收藏该标记为方形，楷书，16 字并列。该标记在“早

大本”中，共计出现 2 次。这是一枚收藏标记。出现于该画本封面与内封之中。这显然是早稻田大学

的收藏标记。



总览全表后发现，整个画册很可能主要出自黄森一人的手笔，李叔同可能也参与了该本画册的绘



画和书写。对比上文的叙述，黄森显然是应他人的招募而传抄该书。至于“一轮明月”“映冰壶”这

一组印信则是鉴赏人的专用印信。这位鉴赏人可能就是中国现代音乐绘画的开创人李叔同，也就是世

人所熟知的弘一法师。他是西泠印社的发起人和组织人之一，因而这本绘画的传抄人黄森应当是西泠

印社的职业书画家。整个画册很可能是李叔同组织编绘并收藏，其后才转赠给日本友人，最后才辗转

为早稻田大学收藏。其它考订详见下文。

(五）国会本

经过仔细查找，传世的“国会本”中，共计使用过印信 2 枚。收藏标记 1 枚。这些印信和标记所

出现频率详见下表，以下仅对这两枚印信和标记加以识读。

福恒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2 字并列。这枚印信在“国会本”中，共计出现 2 次。

这枚印信与下文“舫亭”印往往共同出现在同一位置，“福恒”印在上“舫亭”印在下。一处出现在

该抄本序言的行文落款处，一处出现在该抄本的最后一页（41 页）。‘福恒”印显然是一枚私人的人

名印章，其中的“福”字出自满文富察氏的汉文翻译缩写，“恒”字则是他的人名。

舫亭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2 字并列。这枚印信在“国会本”中，共计出现 2 次。

该印出现背景已见于上文。该印印文应当是“福恒”的表字或者别号，它也是一枚私人印章。

DRIENTALIACHINESE 该标记为方形，英文阳刻，英文文字两行，收藏编号两行，涵义是

指“远东中国”。编号为“D827M59”。该标记在“国会本”中，共计出现 2 次，且都位于该抄本封面

和内封。经查美国国会图书馆建馆于 1800 年，而这本《百苗图》抄本入藏时间则迟至 20 世纪 30 年代

。详情参见下文。注意上述两枚私人印章的持有人为清末人，而“序言”则声称该书编成于乾隆丙午

年（H86 年），时间与人物相距 100 多年，足证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纯属伪作，是清末民初西泠印社的

职业画师所作的赝品，目的可能是为了骗取收购者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高额报酬。

三、印信持有人身份考

加有书画者个人印信的《百苗图》抄本，如上文所言，共计 5 本。其中，“台乙本”和“国会本

”纯属赝品。单就印信而言，这两个抄本所用印信已属伪造，可以提供其作伪的证据。“博甲本’“



法兰西本”和“早大本”所见的私人印信，其价值与作用却与之相反，可以为我们提供相关传抄人姓

名、传抄人身份、传抄时间、传抄地点和传抄意图的可贵历史资料，可以使这三个真实抄本的历史价

值得到极大的提升。

“国会本”除了收藏印信外，仅出现 2 枚私人印章。其一的印文为“福恒”，其二的印文为“舫

亭”。由于两印在该画册中成组连用，不难推知，‘福恒”乃是私人的人名印章，“舫亭”乃是福恒

的表字或别号。查阅相关资料得知，福恒为清末人，因攀附慈禧太后贴身太监李莲英而名噪一时，并

成为李莲英的义子。李莲英落马后，因受牵连被抄没家产。然而在“国会本”序言中却将年款书写为

“乾隆丙午年（H86 年)9 月中晚”，这一年款说明比福恒的生活期间，整整提早了 120 多年。足以证

明不仅该序言作伪，而且整个画本内容都不可能出自乾隆朝，而是迟至民国初年才抄成的赝本。

清代还有一位名臣“傅恒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人名用字虽有区别，但汉字读音却与“福恒”十分

接近。《清史稿•傅恒传》记载，此人出身于满洲老姓富察氏。满洲老姓富察氏为清代皇室八大姓之一

。此人生前为乾隆皇帝近臣，南征北战数十年，功勋卓著，授封为亲王，名扬中夕卜，晚年曾任云贵

总兵官，统帅大军与緬甸作战，对贵州世居民族情况有较深入的了解。附会他为该书作序，很容易迷

惑外籍文物收购商，从中谋取暴利。阴谋容易得逞的深层原因在于，满文老姓翻译成汉文时，通常都

需要缩写，富察氏既可翻译成“傅氏”，也可翻译成“福氏”。外国人购买文物时只听读音相近，不

知其中隐含着翻译中的曲折，因而信以为真。

傅恒在征緬之战中身染重病，回师后不久便去世，去世时间为 1770 年。而该本画册所书写的作序

年款时间则为“乾隆丙午年（H86 年）”。到这时真傅恒已经去世了 16 年，哪儿还能为该书写序呢？

这更是该书作伪的明证。此外，该序言中还提及另一个人名“楚”。这位楚先生为谁？此前未引起学

者注意。查阅清代典籍及相关资料得知，清代的宫廷画师中确有一个人很可能使用过这个名字，他就

是闻名中外的意大利画师郎世宁。郎世宁原名为“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人名中的“朱塞佩”汉

语音译时的缩写就可以写作“楚”。可是郎世宁在傅恒之前 2 年已经去世，而该书序言却说他奉乾隆

皇帝旨意，亲自到贵州省视察并画成该本图志。必须注意的是，郎世宁当时即使健在，也已是 70 多岁

的老翁。乾隆皇帝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命令他到贵州省视察。而到“乾隆丙午年”时，郎世宁

已经去世 19 年，根本不可能是这本画册的作者。如果楚先生就是郎世宁的推论成立，则该书序言的内

容亦可成为该书作伪的证明。

“国会本”的成书，从策划开始就抱定了作伪谋利的动机。对比“国会本”和“法兰西本”的绘

图后，发现“法兰西本”正好是“国会本”的作伪蓝本“法兰西本”成书于清末江南画派的职业书画

家。据此推知，“国会本”也可能出自这批书画大师之手，作伪地点可能就在杭州、苏州一带。作伪

的关键手段，是先收购到被抄家后流入到市场的“福恒’“舫亭”二印。利用“福恒”与“傅恒”二

人名字同音的特点，而假冒编写了序言，以此抬高该画本的价值。而西方文物收购商不懂汉语，更不

懂满语，因而容易上当受骗。收购此书时应该是耗费了巨资，再转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时也当获得了

高额报酬。此书进入国会图书馆收藏时间最早当在民国时期。



总之，通过印信的比对可以提供众多的证据，证明“国会本”纯属有意作假谋利。该画本提供的

内容不能代表乾隆朝时期贵州省世居民族的实情。伪抄中的人物名须仔细考订，否则会给学术研究造

成严重的干扰，希望引起学界的关注，望勿以讹传讹。

“台乙本”的作伪情况也与此相似。此前，对该画本的作假已有人做过深入探讨，证明这是一个

伪本。这里仅对其印信的不可靠做深入探讨，以此提供进一步的作伪证据。“台乙本”所见私人印信

，全部集中出现在该书的最后一页。这样的用印方式不符合印信使用规律，这本身就是作伪的铁证。

该书所用的印信涉及到三位关键人物——乾隆皇帝、郎世宁、蒋廷锡。蒋廷锡是清康雍时期的朝廷重

臣，曾经出任贵州省的高级地方官，对贵州世居民族有所了解，自当不言而喻，但此人于雍正十年卒

于任内而该画本中却出现了乾隆皇帝为太上皇时的鉴赏印章（‘古稀天子之宝”印），这就令人不可

思议了，因为其间的历史间隔前后相差了 60 多年。印信中的另一位关键人物郎世宁曾经在康熙、雍正

、乾隆三朝任职。此人虽然是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家，而且可能与蒋廷锡有过接触，但他们是否合作编

绘过这本画册则于史无征。再看他们二人的用印方式，全部集中在最后同一画页上，其他画页完全没

有印信，这样的情况与真本存在的“博甲本’“法兰西本’“早大本”的用印方式都不同，可以说是

完全不懂用印规则。这同样是该画本作伪的铁证。更值得注意的是，该画本中出现了属于乾隆皇帝的

印章多达 5 枚。然而这 5 枚印章的使用场合和对象，应当各不相同。从印信的印文看，乾隆皇帝使用

这些印信的时段也各不相同。但在该画本中这 5 枚用途完全不同的印章，却共同出现在同一画页上。

这同样不符合用印规则，因而也是该画本作伪的铁证。

总之，“台乙本”的作伪人也是清末民初西泠印社的书画高手，作伪的目的也是为了骗取高价，

差异仅在于“台乙本”为傅斯年所收购，并带到台湾收藏。时下，台湾学者和国外学者对该抄本肯定

有加，不少著名的论述都取材于该画本，以讹传讹，危害颇深，需要引起学界高度关注，望勿一错再

错。

“博甲本”所见印信中，“桐城姚氏”收藏印章最为关键。“桐城姚氏”是否就是桐城姚鼐的收

藏印章。姚鼐，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1°]1>18°2,桐城人，极为知名，门生遍天下。出于对文物收藏

和资料收集的需要，组织传抄《百苗图》原本《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不仅是情理之中的事，而且还拥

有雄厚的财力足以支撑这一浩瀚工程的完工。至于此项工作，是由姚鼐亲自组织亦或是其后继之人才

得以完成则有待进一步考证。该本所见印信中“张廷玨’、“张启仕”二组私人印信最具史料价值，

其中张廷珏生平已经查实，据《梅李镇志•梅李卷》P792 记载如下：

“张廷珏（生卒不详）字谷珍，号虞樵，清代梅里镇人。父尹宾，字使儒，诸生，高文不遇。张

廷珏弱冠中乾隆庚子（1780 年）科举人，大挑授镇江府训导。为人沉静，简默，而豪于饮。”张廷珏

弱冠时期既然是在“乾隆庚子年（1780 年）”中举人，那么他的生活时段哪怕是仅仅活到 60 岁也要延

伸到嘉庆朝的中后期。这就表明，姚鼐（或其子）、张廷珏和《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作者陈浩生活

的时段恰好一致，三人会面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考虑到陈浩本为江阴人，又是在嘉庆朝初期出任贵州八寨里苗同知，那么他致仕后，返还故里时



，完全有可能接触到张廷珏和姚氏父子。姚氏父子和张廷珏一旦获知《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一书后，

出资传抄也就势在必然了。事情很清楚，如果他们没有直接接触过陈浩，身处千里之外的姚氏父子和

张廷珏都不可能了解贵州省世居民族的文化实情，更不会想到要编绘这本图志。由此推测，当代传世

的“博甲本”完全可能是《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第一个传抄本。所书所绘内容当是出自陈浩口述或

亲笔绘制的草稿。因而“博甲本”应当是最接近《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原型的最佳抄本。

诚如《梅李镇志•梅李卷》所言，张廷珏为人沉静，简默，而豪于饮，这也是一个怀才不遇的文人

可能有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书画家为生活所迫，替姚氏父子传抄《百苗图》换取工钱度日，也是情理

之中的事情，这也符合他的社会身份。据此推知，张廷珏作画的用意可能是为了生活。该书中留有的

“琴书自荐”印，可以进一步坐实他的这一特有社会身份。书中另一位书画者张启仕，他肯定是张廷

珏的本家，而且还可能是张廷珏的长辈。这有该抄本中的“寿松”印可资佐证。鉴于他是和张廷珏合

作传抄该书，其社会身份也应当是一位职业的书画家，也是靠出卖书画度日的文人。

该抄本中还有一枚特殊的印信，印文为“専间”。但在全书中没有找到任何带有此人姓氏印文的

印信。鉴于“専间”二字的字面涵义与陈浩人名中的“浩”字具有一定的联系，笔者因此怀疑“専间

”可能是陈浩的表字用印。至于为何姚氏家族不高价聘请陈浩重画全书，这同样事出有因。理由在于

，陈浩虽然编绘了《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全书，但陈浩的绘画技艺和书画功底乃至他的艺术声誉都无

法与张廷珏等人相比。姚氏既然要出巨资收藏该书的精品，当然不可能看重陈浩，而只能看重张廷珏

等人。不过陈浩在其中肯定获得过不菲的报酬，也提供过草稿，他的画作也可能收入该画册，但却不

让他正式署名，则是雇主意愿的情理中事。

总之，通过印信的释读比对，再辅以相关资料的查询，基本可以确认当今传世的“博甲本”为除

陈浩所撰《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之外的第一真善传抄本。该本的传抄时间可以确定在嘉庆中偏后期，

传抄地点在常熟与镇江之间，抄成后一直由桐城姚氏家族收藏保管，因而该抄本的史料价值极大。时

下有人认为《百苗图》并非成书于一时，且并无统一的作者，甚至认为《百苗图》的内容和图可以上

溯到乾隆中期的某些著述，但若就“博甲本”所见印信为证，上述两种研究结论显然无法成立。不仅

陈浩真有其人，真编过其书，而且传世的“博甲本”确实系《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第一抄本。传抄

人和传抄时间都确凿可靠，传承关系也清晰明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张廷珏等人既然是职业书画家。

为了谋生，他们在为姚氏精心传抄该书的同时，肯定留有副本，以便日后仿制变卖他人。这就为后世

在江南地区，继续传抄该书留下了蓝本。其后的“刘甲本’‘刘乙本’“民院本”应当都是从这样的

蓝本改画而来。这也可以为这些抄本的内容和文字如此接近，能够给出一个合理的解答。

“法兰西本”，关于该抄本的收藏来历，法国学者纪可梅曾做过如下介绍：法国保存的这个抄本

，是清朝末年朝廷大臣李端棻在贵州省任职期间，赠送给贵州六冲关天主教神学院神父的礼品。其后

，该神父返回法国时，将这份厚礼也带回了法国。再由他的侄儿转赠给法兰西汉学高等研究院收藏。

她的上述介绍，在“法兰西本”所见印信中，确实可以找到间接的证据。

“法兰西本”中有一枚特殊的印信，印文为“数点梅花天地心”。这枚印信有意回避持有者的真



实姓名，显然事出有因。持有人可能是出于身份的特殊而不便直言。但印信印文却分明曲折地表达出

一丝渴望大地回春之意，而这一内容正好与李端棻的生平经历相合拍。李端棻在官场上开始一帆风顺

，最高职务曾出任朝廷礼部尚书一职。但其后因为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戊戌变法，于变法失败

后受到牵连，故李端棻不仅被罢官，而且还被判刑充军到新疆服役。其后，因为他推动了北京大学（

京师大学堂）的创建，学校恢复时得以赦免。但被谪迀派往贵州省担任学正。这样的经历与该印文的

涵义如合符契，“天地心”三字意在表达自己的作为，代表着天地良心，眼下虽然仕途坎坷，但傲寒

绽放的梅花一定会迎来天地回春。据此，完全有理由猜测这枚印信的持有人很可能就是李端棻。

该抄本的其他书画人，沈业新、沈守谟、李赵尊的社会身份显然是职业的书画高手，是因为李端

棻需要送礼而应募传抄。至于传抄的蓝本则可能出自两个源头。一是李端棻凭借他的身份和名望完全

可以借阅贵州省政府珍藏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真迹做参考;二是沈业新、沈守谟、李赵尊等人都是

江南才俊，他们完全有可能接触过姚氏家族所珍藏的“博甲本”。仔细比对“博甲本”和“法兰西本

”的文字和绘图，不难发现文字的内容大体一致，但绘画的内容却有明显的差距。“法兰西本”所绘

人物大多在头顶上插有羽毛“博甲本”中这一装饰并不普遍。这一装饰与贵州各世居民族用弩机伏击

打猎的生计方式有直接关联，而为江南的文人很难理解，更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因而“法兰西本”

出现这样的装饰特点，极有可能是陈浩原本已有的内容。

总之，通过印信比对可以确认，“法兰西本”确系李端棻组织传抄，传抄的书画家大致是从江南

文人中招募而来。因而这个抄本虽然抄成的时间迟至二十世纪初，但传抄的内容与《八十二种苗图并

说》极为接近。可惜之处仅在于这不是一个全本，而是一个残本。因而其史料价值稍逊于“博甲本”

。

“早大本”中的印信，仅留下“黄森”这一枚私人印信。他应该是参与抄录的书画家之一。至于

其他的抄录者，从现有印迹出发，大致可以确认是出自西泠印社的书画高手。西泠印社由书画大师吴

昌硕所开创，开创时间为 1904 年。西泠印社的艺术活动不仅汇集了大批的书画高手，而且还吸引了一

批日本文人，如：河井仙郎、田中庆太郎、长尾雨山等人。这些日本文人有的是吴昌硕的朋友，有的

是吴昌硕的学生，回国后都成了日本的篆刻书画大师。此外，西泠印社最值得注意的人物还有李叔同

。他曾留学日本，与日本文人交往甚密。他是西泠印社的代表人物之一，又是中国现代音乐绘画的开

创人之一。日本文人来华参与西泠印社的活动时，他既是引荐者，还可能直接充当翻译，很多日本文

人都曾经是他的学生。该画本中的“一轮明月”“映冰壶”组印就是李叔同的私人艺术鉴赏印。因而

有理由认定李叔同在这本画册的编绘期间发挥过关键作用。不过该抄本的绘成时间，理应迟至二十世

纪二、三十年代以后。若非如此，长尾雨山等人早就该把这个画本带到日本转卖了，而不会迟至昭和

二十年（1945 年）即日本投降前夕的一个月才转入早稻田大学收藏。

该抄本的蓝本应当是流传下来的“博甲本”的副本，这从所绘所书内容比对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至于该画本传入日本的过程，则可能与侵华日军的高级将领有关。他们收购该画本的目的是为了私人

收藏。抗战结束前夕，侵华日军的将领已经获知末日来临，为了避免战后被清算，因而在日本天皇宣

布投降前夕，才匆忙将这个画本转运回日本，赠送给早稻田大学收藏，以此规避被清算。以此推测，



这个画本的持有人应当是在这一时段内返回日本的侵华日军高级将领。

四、待释读印文述略

除了以上所讨论过的印文外，还有少数印文由于字迹模糊至今无法准确识读。现将这批印文简述

如下，仅供研究者做研究参考。

(一）“博甲本”难以识读印信

经过仔细查找，传世的“博甲本”中，共计使用过印信 23 枚，22 枚已识读，见前述，1 枚难以识

读。这枚印信所出现频率详见下表。

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印文内容与字数，有待考证查实。该印信在“博甲本”中，

共计出现 4 次。

(二）“法兰西本”难以识读印信

“法兰西”本共有 31 个条目并绘图，其中有 28 条目并绘图有印信出现，所见印章共计 38 枚及 1

枚收藏标记。其中 35 枚印章的印文可以辨认识读，另有 3 枚印章的印文目前尚无法完全辨认。现将难

以识读印章分述如下。这些印信所出现频率详见下表。

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阳刻。印文内容与字数，有待考证查实。该印信在“法兰西本”中

，共计出现 1 次

该印信为方形，篆文阴刻。印文内容与字数，有待考证查实。这枚印信在“法兰西本”

中，共计出现 1 次。

该印信为椭圆形，篆文阴刻，共 3 字两行排列。印文疑为“一 X 志”3 字。该印信在“法

兰西本”中，共计出现 1 次。



(三）“早大本”难以识读印信

经过仔细查找，传世的“早大本”中共计使用过印信 9 枚，1 枚收藏标记，其中 8 枚已识读，1 枚

难以识读。这枚印信所出现频率详见下表。

该印信为圆形，篆文阳刻。印文内容与字数，有待考证查实。该印信在“早大本”中，

共计出现 14 次。这枚印信与“一轮明月”“映冰壶”组印有 9 次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该印信处

于行文开头顶端，“一轮明月”“映冰壶”组印处于文末落款处。这枚印信与“龢气’“致祥”组印

有 5 次共同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该印信处于行文开头顶端“齡气’“致祥”组印处于文末落款处。

这批印文同样包含着若干重大的历史信息，很值得深入探讨。但愿学界同仁关注这一研究课题，

笔者愿与大家共勉。

五、结论与延伸

基于上述讨论，笔者认为，《百苗图》各抄本的传承谱系理应如下：

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博甲本”张廷珏等人刘甲本’、‘刘乙本”等民院本”。陈浩《八十

二种苗图并说》+“博甲本法兰西本国会本”

“博甲本”副本早大本”。

当前传世的各抄本中，其史料价值排序应当是“博甲本”为最，“法兰西本”次;^“刘甲本”又

次之。

此前的研究者习惯于就《百苗图》某一抄本展开深入研究，其成果固然价值很大，但美中不足在

于，较少关注按照时间顺序去加以对比分析，更鲜有人关注书中印信的史料价值，以至于形成的结论



中，确实存在着某些缺陷。因而笔者就《百苗图》各种版本中的印信进行了尝试性研究，并期引起学

界同仁对这些印信的关注，以解决诸多久议不决的难题。笔者水平有限，本文仅是浅尝而已，不当之

处还望学界同仁斧正。

笔者按: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杨庭硕教授三度审阅、三次校对，并增补了某些关键内容。敬表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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